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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部地区新兴城市群是以太原、郑州、合肥、武汉、南昌、长沙为核心的太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皖

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经济区、环长株潭城市群。随着“半小时”综合交通网的完善以及中心

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人口、资源、信息、资金等要素往来日益频繁，已形成太榆、郑开、合淮、汉孝、

昌九、长株潭等同城化区域。本文通过近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比，从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交易费用、

区域制度软环境等方面解析其同城化发展态势给人口的空间行为过程与模式带来的新诉求与动因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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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ing urban agglomeration centered on Taiyuan, Zhengzhou, Hefei, Wuhan, Nanchang 
and Changsha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the Tai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Wanjiang urban belt, Wuhan urban circle, Poyang lake economic zone, Chang-
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alf an hour” comprehen-
siv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exchanges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and capital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surrounding areas, Taiyu, Zhengkai, Hehuai, 
Hanxiao, Changjiu, Changzhutan and other cities’ synchronization areas have been form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demands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behavior process and 
mode of population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ities’ synchron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gion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soft en-
vironmen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ime series data in recen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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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十二五”规划、“十三五”纲要明确规定中部地区应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新兴城市群的发展。随着中部新兴城市

群的中心极核太原与榆次、郑州与开封、合肥与淮南、武汉与孝感、南昌与九江、长沙与湘潭、株洲地

区“0.5 小时交通圈”的日益完善，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人口、资源、信息、资金等要素往来愈来

愈频繁，形成了太榆、郑开、合淮、汉孝、昌九、长株潭等同城化发展区域。 

2.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源动力 

2.1. 经济联系增强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直接推动力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与城市群内部交通的日益完善，2006~2016 年榆次、淮南、九江等

中部同城化区域的周边城市与太原、合肥、南昌等 6 个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度[1]增强了 2~4 倍(表
1)，增幅最小的是榆次与太原，但其经济联系度亦从 2006 年的 11.17 增加到 2016 年的 31.99，增长了 2.86
倍；经济联系强度增幅最大的是长株潭，湘潭、株洲与长沙之间的联系强度分别增加了 4.81 倍、4.75 倍；

其次是淮南与合肥，2016 年合淮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比 2006 年的 5.82 增加了 4.23 倍。尤其是同城化两

城市的市域空间相邻的城市，靠近中心城市市区的区县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这些地区经济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与彼此相互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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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egree of economic ties between the emerg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urbanized regions in Central China 
from 2006 to 2016 
表 1. 2006~2016 年中部新兴城市群同城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度 

 太榆 合淮 郑开 昌九 汉孝 长湘 长株 

2006 11.17 5.82 16.23 7.74 23.79 21.74 20.82 

2007 13.90 7.09 19.86 9.07 28.59 26.76 25.61 

2008 16.10 8.98 24.02 10.78 35.64 35.05 33.04 

2009 17.39 10.34 26.73 12.36 40.99 41.59 39.14 

2010 20.28 12.78 32.31 15.09 48.88 50.40 48.15 

2011 24.25 16.06 38.90 18.38 59.16 62.84 59.29 

2012 27.10 18.04 43.23 20.64 69.15 71.62 67.12 

2013 28.35 19.59 48.47 23.17 77.88 80.33 74.68 

2014 28.97 20.22 53.00 25.55 85.90 87.64 82.23 

2015 30.23 22.58 57.11 27.59 92.70 95.18 89.15 

2016 31.99 24.59 62.30 30.21 91.70 104.49 98.90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部分源自统计公报)计算整理得。 

2.2. 工业化高级阶段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内生动力 

根据钱纳里等对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研究 1，中部新兴城市群同城化地区除淮南外，

其他 12 城市的人均 GDP 均超过 4800 美元(以 2016 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为 6.6423 元计算)，尤其

太原、合肥、长沙、郑州、南昌、武汉等 6 个中心城市的人均 GDP 均超过万美元，表明中部新兴城市群

同城化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均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表 2)。相比中心城市而言，周边城市

的经济总量与均量都与中心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人均 GDP 差距最大的是武汉与孝感，两者相差 3.46 倍。

根据推–拉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推–拉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人口迁移与流动。同城化区

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的不平衡直接推动了人口空间迁移流动，从这个意义上

讲，中心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强大的经济势能是推动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内生动力。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and average economic volume of the same urbanization area of the central urban agglome-
ration in 2016 
表 2. 2016 年中部城市群同城化地区经济总量与均量对比 

城市 GDP (亿元) 人均 GDP (美元) 城市 GDP (亿元) 人均 GDP (美元) 

太原 2955.6 10273 郑州 7994.16 12577 

榆次 216.28 4846 开封 1747.96 5793 

合肥 6274.38 12065 南昌 4354.99 12364 

淮南 963.84 4505 九江 2096.13 6539 

长沙 9356.91 18687 武汉 11912.61 16782 

湘潭 1866.79 9929 孝感 1576.69 4853 

株洲 2488.45 9346    

数据来源：2017 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部分源自统计公报。 

 

 

1根据钱纳里等多国模型标准，人均 GDP (1998 年美元可比价)在 1200~2400 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初期，2400~4800 美元之间为工业化

中期，4800~9000 美元之间为工业化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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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业结构互补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基础动力 

研究表明，区域城市间产业的互补性是有效地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的重要途径，这是城市相互作用

从无序到有序、从无机到有机、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最佳方式(王士君等，2001) [2]。总体而言，2006~2016
年中部新型城市群 6 个同城化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互补，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比

重不断上升，其中太原、合肥、郑州、南昌、武汉、长沙等 6 个中心城市的一次产业比重均下降至 1%-5%
的水平，太原、郑州、武汉已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同城化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人口空间

流动的又一重要区域吸引力。以太榆、汉孝为例， 2018 年太原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 2006 年的 1.9:46.9:51.2
调整到 1.1:37:61.9，榆次的产业结构比重由 2006 年的 7.8:42.3:49.9 调整到 7.3:32.1:60.6；2018 年武汉三

次产业结构比重由 2006 年的 4.5:46.1:49.4 调整到 2.4:43:54.6，孝感由 24.6:38.2:37.2 调整到 15:48.4:36.6。 
从同城化区域的优势产业看，中部同城化地区各相邻城市之间在长期的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

升级产业结构，基本呈现中心城市“三、二、一”型与相邻城市“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逐渐形

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态势(表 3)。相邻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是推动同城化区

域人口空间流动的另一重要推手。 
 
Table 3. Comparison of key development industries in the same urbanization area of th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18 
表 3. 2018 年中部城市群同城化地区重点发展产业对比 

同城化地区 城市 三次产业比 重点发展产业 

太榆 
太原 1.1:37:61.9 电子信息、新材料、机械创新为主的先进制造业、现代金融业、信息

服务、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商贸等 

榆次 7.3:32.1:60.6 冶金、机械、电气、化工、煤焦、建材、轻纺、食品等 

合淮 
合肥 3.5:46.2:50.3 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家用电器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

光伏和新能源、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 

淮南 10.8:46.6:42.6 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轻工业、纺织业 

郑开 
郑州 1.4:43.9:54.7 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生物及医药、新材料、铝及铝精深加工、

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制造 

开封 13.7:38.9:47.4 装备、纺织服装、木业、化工、食品、新材料、光伏、生物医药、 
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 

昌九 
南昌 3.6:50.5:45.9 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装备、食品、 

纺织服装、材料制造、机电制造 

九江 7.0:50.5:42.5 石油化工、现代轻纺、钢铁有色、装备制造、电力新能源 

汉孝 
武汉 2.4:43:54.6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汽车产业、装备产业、钢铁产业、 

石化化工产业、医药产业、食品产业、家电产业和服装产业 

孝感 15:48.4:36.6 汽车机电、光学、电子、新型建材、轻工纺织、盐磷化工、 
食品医药、金属制品 

长株潭 

长沙 3.6:47.4:49.0 现代科教、商贸、文化、旅游工程机械、中成药及生物制药、 
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等 

湘潭 5.8:48.2:46.0 机电、冶金、新材料、旅游业 

株洲 7.1:43.7:49.2 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业、以有色金属深加工、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 

2.4. 经济集聚性增强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驱动力 

经济地理集中度综合考虑区域经济总量与国土面积的因素，是区域经济总量在地理空间上的响应，

是衡量经济在地域空间上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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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GDPi指 i 城市的经济地理集中度，GDPi、Si分别表示 i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土面积。通过对中

部城市群 6 个同城化区域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四个时间截面的经济地理集中度分析发现，

总体而言，同城化区域的 13 个城市的集中指数不断增强(图 1)，尤其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性变化更为明

显，其中，2015 年经济地理集中度超过 1 的武汉市经济集聚性最强，从 2000 年的 0.1425 增加到 2015 年

的 1.2727；其次是郑州市和长沙市，2015 年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别为 0.9818、0.7202；合肥、南昌的经济

地理集中度均超过 0.5，分别比 2000 年增强了 11.23 倍、9.10 倍；太原、经济地理集中度指数相对较低，

仅为 0.3932，但相比 2000 年，增加了 7.90 倍。相比中心城市而言，同城化的相邻城市的经济地理集中

度均低于 0.5，中心城市与相邻同城化地区的经济空间集聚梯度差异是推动人口的区域间迁移流动的空间

驱动力。 
 

 
Figure 1. The change of economic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the same urbanization 
region of th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self-drawn) 
图 1. 中部城市群同城化区域经济地理集中度变化(自绘) 

 
从中部城市群 6 个同城化区域的经济空间集聚情况看，2000~2015 年各区县的经济空间分布中心集

聚度不断增强，而且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聚。但县市区空间集聚性区域变化差异明显，长株潭、汉孝、

太榆 3 个同城化地区的市辖区相邻，普遍呈现中心城市市辖区的经济集聚程度高于其他市辖区的态势，

中心化集聚特征明显，周边地区基本呈现较低经济集中度。 

3. 区域交易费用的降低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动力 

3.1. 市场一体化发展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前提条件 

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是同城化相邻城市突破行政壁垒以及相互间的贸易屏障，通过较为统一的市场

体系相互补充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等带来的发展差异，以提高区域生产要素的

配置效率，扩大市场规模，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因过度依赖其他外部市场带来的经济损

失，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从理论上讲，建立共同市场一般需要几个条件，即区域内国家或地区地域相

邻、贸易体制相同；对区域内经济承担义务；人均收人差异较小等[4]。发展和完善同城化区域优化配置

的产品要素市场体系、辐射广泛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统一规范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等，将进一步促进

分工的深化，降低区域之间的交易费用，使相邻城市的政府间相互合作、产业发展相互协调、商品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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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跨区流动的额外成本逐渐接近于零，使普通民众出行的时空成本愈来愈小，是推动人口经济要素无障

碍自由流动的重要前提条件。 

3.2. 交易费用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迁移流动的重要考量 

交易费用(Ronald H. Coase, 1960)是交易主体为获得市场信息、谈判和签订交易契约并在契约实施中

监督以及必要时调节与仲裁的费用[5]；O. E.Willimson (1979)把交易费用看做是经济系统运转所需要的代

价与费用[6]；North (1984)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7]。North 和

J.J.Wallis (1987)从宏观、微观以及其可测性程度等三个角度分别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分类[8]，认为宏观层

面上交易费用包括企业内交易费用、国家为维持经济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时所产生的费用、为交易服务

的中介部门发生的费用。E. G. Furubotn 和 R. Richter (2001)将交易费用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其

中，市场型交易费用是交易双方获取信息、搜寻、谈判、保障合约执行所涉及的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

指公司或其他团体建立和为了维系组织的运行而必须支付的费用；而政治型交易费用(E. G. Furubotn, R. 
Richter, 2006)是“集体行动提供公共品所产生的费用”[9]。 

国内学者汪丁丁(1995)认为在经济分析中可以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在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

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的成本”[10]。林毅夫(2000)则认为“交易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

接成本包括为获取契约各方所需信息的费用、各方谈判就契约协议达成一致的费用和把所有规定传达给

有关各方的费用。间接费用主要包括监督和实施契约条件的费用、不履行契约所带来的产出损失所造成

的费用”[11]。张五常(2001)认为“可以把交易成本看作是一系列的制度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谈判

成本、起草和实施和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12]。
金玉国(2010)从规模与成因两个维度对我国政治型交易费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政治型交易费用的成因

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转轨程度紧密相关[13]。 
同城化区域相邻城市间通过消除城市间的各种障碍与行政壁垒，通过空间规划整合、基础设施共建、

市场经济融合、产业互补互促等方式，使同城化城市之间的商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交易成本降低，形成

统一的“要素 + 商品 + 服务”市场体系与流动机制(曾群华，2011) [14]，降低区域之间人口迁移流动

的时空交易成本，反过来促进同城化效益的不断纵深发展，这也是相邻城市之间人口要素流动机理的重

要考量。 

3.3. 中心城市交易费用降低是人口空间迁移流动的核心驱动力 

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规模可通过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的规模衡量(金玉国，2008) [15]，这里

将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大类定义为公共部门[16]，公共部门占用或所消耗

的社会资源规模(包括物力、人力和财力三个方面)近似地视为其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 Y2： 

Y = (X1 + X2 + X3)/3 

式中 X1 表示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反映公共部门消耗或支配的社会物力资源的程度；X2 表示政

府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数总数的比重，主要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的社会人力资源的程度；X3 表示行政管

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主要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的社会财力资源的程度。 
政治型交易费用宏观上从物力、人力、财力反映区域之间要素流动的制度交易成本，寻求制度成本

与交易费用的不断降低是实现同城化区域共同利益的根本动力。根据中部城市群 6 个同城化地区的政治

型交易成本测算，6 个中心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除合肥的年均增长率呈正增长外，其他城市整体

 

 

2本研究主要从宏观维度，即政府的消费支出、政府从业人员、政府财政支出等三方面占社会资源的比重度量政治型交易费用；政

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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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呈下降趋势(表 4)。与 2000 年相比，2015 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降幅最大的是武汉市，较少了 4.8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为−5.08%；其次是长沙市，2015 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比 2000 年减少了 2.98 个

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为−3.23%；太原、郑州、南昌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年均降幅均超过 2 个百分点。 
 
Table 4. 2006-2015 macro-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of central cities in the same urbanization region of Central China 
(unit: %) 
表 4. 中部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 2006 ~2015 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单位：%) 

 长沙 武汉 合肥 太原 郑州 南昌 

2006 11.64 12.82 5.7 7.6 9.7 6.05 

2007 10.56 12.71 7.46 9.43 12.31 7.39 

2008 10.2 10.38 7.28 9.5 11.65 7.19 

2009 9.68 8.46 7.19 9.66 10.3 6.59 

2010 8.72 8.11 7.07 9.35 10.68 5.57 

2011 8.33 8.43 7.64 8.33 10.04 5.23 

2012 8.75 7.68 8.23 7.6 10.12 4.95 

2013 9.49 8.11 8.12 7.41 9.56 5.08 

2014 9.13 8.29 7.49 6.32 8.53 4.75 

2015 8.66 8.02 6.84 6.16 7.96 4.95 

年均增长率 −3.23 −5.08 2.05 −2.32 −2.17 −2.22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河南、江西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 

 
从各中心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变化情况看，除合肥外，其他 5 个中心城市的 2007 年后均开始

呈现下降的趋势(图 2)，主要源于长株潭、汉孝、合淮、太榆、郑开、昌九地区的同城化发展从务虚到务

实的启动时间大体相当，均在 2006~2007 年前后；2010 年后政治型交易费用再次呈现新的下降趋势，其

波动变化基本与 2010 年 6 个同城化地区的纵深全面发展紧密相关，这一变化规律与人口空间变化的趋势

基本吻合，中心城市的政治型交易费用降低为相邻地区向中心城市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动力源泉，进

一步证明了同城化地区在区域制度协作、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同城化效应的逐渐凸显推动同城区域间人

口的空间迁移流动。 
从中心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的物力、人力、财力资源程度的变化情况看(图 3)，2006~2015 年武汉、

合肥的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呈正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0.16%、5.71%，其他 4 个城市的物

力资源消耗均呈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为负增长。从政府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看，长沙、

南昌公共部门占用的人力资源呈缓慢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0.17%、1.9%，而其他 4 个城市均呈负

增长。从公共部门占用社会财力资源的程度看，6 个中心城市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年均增长率均呈负增

长。 
与中心城市相比，2006~2015 年同城化地区的相邻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除了株洲和湘潭呈负

增长外(图 4)，年均增长率率分别为−0.43%、−0.66%，这主要源于长株潭三个城市的市辖区在经济、地理

空间上已基本连成一片，同城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流动性障碍更小，为三个城市之间人口要素的互通

往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其他 5 个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年均增长率均呈正增长，整体波动

变化规律与中心城市基本协调，2006~2008 年启动阶段增幅较大，之后有所下降，但因各种政策变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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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部分年份的波动变化，主要因为与中心城市的同城化接轨发展过程中各种物力、人力、财力的增加，

未来的同城化发展中应着力解决制度上的深层次接轨，降低与中心城市的同城化发展的交易成本。 
 

 
Figure 2. Changes in macro-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of central cities in the same urbanization region 
of Central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self-drawn) 
图 2. 2006~2015 年中部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变化(自绘) 

 

 
Figure 3. 2006-2015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 of social material, human, and financial re-
sources by the public sector in central cities in the same urbanization area of Central China 
(self-drawn) 
图 3. 2006~2015 年中部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物力、人力 、财力资源程度的变

化情况(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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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changes in macro-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of neighboring cities in the same urbaniza-
tion area of central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self-drawn) 
图 4. 中部同城化地区相邻城市 2006~2015 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变化(自绘) 

 
从同城化地区各相邻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的物力、人力、财力资源程度的变化情况看(图 5)，

2006~2015年株洲、湘潭、榆次、九江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年平均增长率呈负增长，分别为−4.38%、

−2.96%、−2.42%、−1.28%；其他 3 个城市的物力资源消耗均年均增长率呈正增长。从政府从业人员占社

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看，7 个城市的公共部门占用的人力资源均呈增长趋势。从公共部门占用社会财

力资源的程度看，孝感、淮南、九江 3 个城市的财力消耗年均增长率均为负增长，分别为−0.094%、−3.36%、

−2.17%，其他 4 个城市的财力资源占比均呈不同波动的增长。在未来与中心城市同城化发展过程中，7
个城市均降低公共部门的人力消耗，孝感、淮南、开封应加强物力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株洲、湘潭、

榆次、开封应减少公共部门的财力消耗，为同城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空间迁移流动节省物力、人力、财力

等方面的交易成本。 

4. 区域软环境日益完善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引导驱动力 

4.1. 区域扁平化管理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基础 

因同城化区域在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区域战略地位、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同城化区

域经济空间分布的梯度特征，使相邻城市之间的同城化发展更加需要区际的高度融合度与一致性，以及

高阶位、扁平化的区域合作管理方式。随着中部城市群核心区域之间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要素流动日益

频繁、同城化不断纵深发展，同城化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逐渐趋向于扁平化的管理，突出地表现正在相

邻城市主体之间的政府管理形式从以纵向联系为主向以横向联系为主转变；相邻区域区域之间的竞争从

GDP 标准为主向绿色生态的竞合发展为主转变；企业管理与组织形式从内部管理为主向区域的纵向垂直

分工和横向的水平分工相结合转变；社会公共事务从追求“面子”工程向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社会服

务均等化转变；人口空间流动的主体从政府公务人员、商务人员为主向普通民众为主转变，人口空间流

动的动因从单一的经济驱动向多元化动因转变，进而对区域同城化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配置、公共社会

事业管理、人口空间结构、户籍管理等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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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2006-2015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 of social material, human, and financial re-
sources by the public departments of neighboring cities in the same urbanized area of Central China 
(self-drawn) 
图 5. 2006~2015 年中部同城化地区相邻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物力、人力 、财力资源程度的变

化情况(自绘) 

4.2.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制度支撑 

中部城市群的太榆、合淮、郑开、昌九、汉孝、长株潭等地区自同城化战略提出以来，相邻区域之

间在基础设施、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联防联保等方面制定相关区域

合作纲要，建立了教育、医疗、信息、户籍、就业等服务平台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立了环境统治、

大气联防联控等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与利益补偿机制，成立了区域一体化领导协调小组，就跨区域重大基

础设施、重大项目等协商协调，不断推进同城化向纵深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不断完善进一步推动

同城化区域的人口、经济、信息、资金等要素融合发展，而且也是人口空间迁移流动、经济交流往来、

信息互通有无、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支撑与重要保障。 

4.3. 同城生活方式转变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推手 

随着中部城市群同城化区域半小时交通圈的完善发展以及多样化的综合交通网络的逐渐形成，在推

动人们出行方式变革的同时不断刷新相邻城市之间的最短时空距离，尤其是刷新人们的最短心理距离缩

短，亦不断更新和转变人们的生活消费观念，从而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双城生活”、“ 双城工作”、“钟

摆族”等新的群体及其跨城的异地工作、异地购物、异地养老等新的生活模式。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转

变是同城化区域人口迁移流动的内在推手。以长株潭为例，在株洲与周边城市的市际出行中，长沙是株

洲对外联系量增长最快的城市，株洲中心城区与长沙间的交换量占全部对外出行量的 31.64% [17]，预计

到 2030 年，株洲和长沙的交通联系量将达 46.88 万人次/天(图 6)。 

5. 小结 

中部新兴城市群中部同城化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工业化发展业已进入高级阶段、产业结构互

补、经济集聚性不断增强都从不同侧度推动了人口的空间流动。 
(1)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源动力。同城化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是同

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直接推动力，中心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强大的经济势能是推动同城化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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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空间流动的内生动力。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以及经济空间集聚梯度差异是

推动同城化区域人口空间流动的重要推手与驱动力。 
 

 
Figure 6. 2010-2030 Zhuzhou and Changsha traffic connection forecast 
图 6. 2010~2030 株洲与长沙交通联系量预测 

 
(2) 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动力主要源于人口空间动态变化的主体对更低交易费用的追求，

在同城化“力场”下的人口空间行为过程与模式选择是基于更低交易费用的利益诉求以及对同城生活宜

居性与便捷性、同城生活质量与生活环境提升的追求。 
(3) 同城化区域经济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同城化地区软环境的日益完善，尤其是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

区域偏平化管理更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引导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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